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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之战结束后，明人在评价徐达在大都的所作所为时，认为这位开国元勋的对前朝政治中枢的政策是“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宫殿门，派兵守护。而前朝的宫人、嫔妃，则令其宦官守护，同时禁止滥杀无辜以及用暴力侵犯百姓。　　还原最真实的马奇诺防线，二战...
　　大都之战结束后，明人在评价徐达在大都的所作所为时，认为这位开国元勋的对前朝政治中枢的政策是“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宫殿门，派兵守护。而前朝的宫人、嫔妃，则令其宦官守护，同时禁止滥杀无辜以及用暴力侵犯百姓。
　　还原最真实的马奇诺防线，二战史上最大的败笔，最沉默的皇冠。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元代的大都可是一个品牌城市。它的前世今生都是世人瞩目的焦点。远在春秋战国时，此地就是诸侯国燕国的都城所在地，名叫“蓟”;汉代，改名“幽城”，也就是后来的幽州。唐代的安史之乱之后，幽州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时，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塞外的契丹，幽州也包括在内(从此中原失去了屏障，为契丹的南下提供了便利条件)。后来，契丹族及其建立的辽国与北宋长期对峙，幽州也在不同时期改称为“南京幽都府”、“折津府”、“燕京”。来自东北白山黑水地区的金国灭辽之后，又把幽州改称“中都”。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兴起，夺取了金国的中都，改称“燕京”、后来又改回中都原名。
　　鉴于此地的特殊战略位置，一位目光锐利的名叫霸突鲁的蒙古贵族向有志于一统天下的忽必烈建议:“幽燕之地乃是龙蟠虎踞,形势雄伟的地方,它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天子居其中，可以接受四方朝觐。大王如果欲要经营天下,驻驿之所,非燕地不可。”汉族幕僚郝经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忽必烈从谏如流，受了蒙汉部属的建议，在此地扩建新城，于1272年(至元九年)二月将中都改称“大都”。从此大都成了元朝的首都，是元代全国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元史》称“大都方圆六十里，十一门”，城墙用夯土建成，并在四角建有角楼，还挖有宽阔的护城河。
　　该城作为全国的政治中枢，是以金碧辉煌的皇室宫殿为中心营造的。壮观的皇城位于都城的中部与南部，围墙的范围广达二十里。而皇城的东面是宫城，其范围约为九里。在一眼看不到边的宫殿楼阁里面生活的皇亲国戚、他们在数以千计的宫廷侍卫、宦官与宫女的簇拥之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皇城的北面有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中书省;东面有中央政府直属各种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枢密院;西北方向有负责监察各级官吏的御史台。城中设立有翰林院国史院、专为皇帝起草文件，编纂各类书籍;还有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等权威的文化机构。此外，也建有数量众多的各类寺院，以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瞻仰。元朝灭掉南宋后，又将夺取的大量文化典籍、礼乐祭器，以及一大批文人学者、能工巧匠等送往大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地位。
　　至于这座城市到底有多少常住人口，则有好几种说法。人数从四、五十万到百万不等。居民以汉族最多，同时也包括蒙古、色目人，此外还有大批外国使者、跨国商人、传教士等等。
　　大都是北方最大的手工业中心与商业中心，也有一定的农业基础，经济比较繁荣。然而，它的粮食生产的总量却满足不了城市的消费需要。由于大量的王公贵族、各级官僚、上层僧侣、富商、驻屯大军屯聚于这里，使它成为了一座依靠从南方运输物资度日的消费城市。每年有数不清的粮食、形形色色的日用品等物资乘载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上，源源不断地由运河与海道从南方向北运输。部分物资汇聚到大都后，再运往北边的上都等地。因此，大都在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中处于极为关键的地位，官府建立了以这座城市为中心的驿传制度，加强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它就象人体的脑袋，如臂使指地指挥着身体的每一处肢端。
　　大都真是一个好地方，蒙古贵族在城里过着声色犬马的纵欲生活。不过，由于末代皇帝元顺帝治国无能，这种好日子就快要到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天下大乱，人心离散。大都与南方的联系经常被切断，致使南方的粮食不能及时运送到北方。到后来，城里终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饥荒，首当其冲的是普通老百姓，很多穷人挣扎于死亡线上，死者填满沟堑。
　　总之，大都的局势已是日薄西山、朝不虑夕，处于崩溃的边缘。
　　现在，当明朝各路军队汇聚在大都外围时，蒙古贵族肯定遥感到了迎面而来的杀气。
　　元顺帝面对未来，应该何去何从?是战，还是降?这是一道难以选择的难题。
　　战斗的后果很可能是血染沙场。正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死亡，决不是那些在上流社会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们的首选。而投降只会贻笑千古。甚至连弱女子也看不起这种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行为。就好象五代时期后蜀国的花蕊夫人为嘲讽君主孟昶降宋所写的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综上所述，既不能战，又不想投降的蒙古贵族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七月二十八日，明军攻克通州的消息已速度传到了大都。元顺帝在清宁殿召见群臣，表态要“巡幸上都”，意思是打算逃到上都避祸。群臣大多数屏息不发一言，只有左丞相失列门、知枢密院事哈剌章与宦者赵伯颜不花等少数人力谏，以为不可行。哈剌章从军事的角度着眼，他担心在敌军兵临城下之时，元顺帝一出都城，就会有难以预测的危险，因而认为在通州既陷的情况下，朝中君臣应该在京城之内死守待援，否则“金宣宗南奔之事可为殷鉴”。金宣宗是金朝的皇帝，这人被频繁从蒙古草原进犯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打怕了，决意离开京城中都(今北京西南一带)，南迁黄河以南的汴梁，致使黄河以北人心动摇，很快陷于敌手，而金朝灭亡的历史命运就此注定。看来，元顺帝正在步金宣宗的覆辙。赵伯颜不花恸也哭谏：“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怯薛歹，即是保护皇帝安全的怯薛军队)出城迎战，愿陛下固守京城。”然而，去意已决的元顺帝对怯薛等中央禁卫部队的战斗力心知肚明，他固执地认定困守孤城等待援兵才是死路一条，断然反驳道：也速已败，王保保远在太原，那里还有什么援兵!因而一锤定音，宣布退朝。
　　就在这一天晚上，元顺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日后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究竟带走了多少兵马?汉文史籍无记载，只有成书于十七世纪的蒙文史籍《黄金史纲》及《蒙古源流》分别给出了两个不可靠的数据。《黄金史纲》称元顺帝带“十万蒙古”出走了。这里的“十万蒙古”并非实数，而是来源于明代蒙古人传统的说法，即蒙古部落主要由本部的“鞑靼”与别部的“瓦剌”组成，其中“鞑靼”拥有“六万户”，而“瓦剌”拥有“四万户”，两者合计十万户(“鞑靼”与“瓦剌”都是明代蒙古部落集团的名称，下文还要提及)。《蒙古源流》则称元顺帝带着“六万蒙古”出走了。这个数据显然只是泛指“鞑靼”的“六万户”;而不包括瓦剌的“四万户”在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十万蒙古”，还是“六万蒙古”，都是指蒙古贵族的正规部队。
　　事实也是这样，一大批集结于大都的守军在衣着光鲜的贵族军官的统领下灰溜溜地不战而退。这些拥有高贵血统的官家子弟竟然被一班乡下佬、放牛娃出身的泥脚子撵走了，他们那些曾经扬威世界的老祖宗如果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会气得在坟墓里跳起来!
　　现在，大都这个中枢机构已经基本上瘫痪了、这个元政府赖以决策的脑袋，似乎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躯壳。
　　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的汉官刘佶，后来留下了一本《北巡私记》，书中记载元顺帝离开时，随行的有“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还有“左丞相失列门、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位、参知政事哈海、翰林学士丞旨李家百奴、知枢密院事哈剌章、知枢密院事王宏伯等百余人。”
　　留守大都的官员则有：
　　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
　　义王中书右丞相和尚
　　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
　　平章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
　　右丞张康伯
　　御史中丞满川
　　参知政事张守礼
　　除此之外，呆在大都的还有宣让、镇南、威顺诸王子等(其中，宣让王子就是淮王贴木儿不花的儿子)。
　　监国的淮王贴木儿，时年八十三岁，他本来是出镇地方的诸王之一，镇所是在长江流域的庐州。不过，他镇所里的亲军已经于1354年(至正十四年)随着庐州被南方起义军所陷而覆灭。而他本人则北逃大都避难。
　　其余留守大都的镇南、威顺诸王子，其镇所也是在长江流域的扬州、武昌等地，因上述地方早已经在战乱中失守，所以也没有亲军可供调用。
　　元顺帝把这一批丧失了镇所、损兵折将的宗室留在大都，又没有留下精兵协防，无异于送羊入虎口。
　　据说，当中书左丞相庆童，得知自己不能随元顺帝撤离，要留在大都协助淮王贴木儿防守时，叹息道：“我已经知道将要死在此地，再啰嗦也没有用!”
　　元顺帝撤离了大都，身在通州的徐达还不知道这个重要的情报，他正在积极准备着与元军进行野战，虽然蒙古骑兵早已由盛转衰，但他却一点也不敢轻敌，而是督促以步兵为主的部队建立巩固的阵营，以防止骑兵大规模的冲击。
　　明军布阵完毕，做好一切战斗的准备，并派出哨兵来到大都城下打探消息。哨兵迟迟不见敌兵出城，城上亦无旗帜，因怀疑内有伏兵而折返。
　　明军主力在野外前后等了五天，始终没有等到元军出城，谨慎的徐达只好做出攻城的决定，他于八月初二日分兵为左、中、右三路前进，在途中，遇到了少数挡路的元兵。勇将尹坚首先冲上前去，只一会儿工夫，就捉住两位皆佩戴着金虎符的元将，只见他用嘴叼着刀、左右两手好象老鹰抓小鸡一样各自抓住两名俘虏，潇洒地策马返回。尹坚擒拿的两个佩戴“金虎符”的元将，其身份应为万户府军官，属于正规军的军官(根据《元史.兵志》的记载：“金虎符……为伏虎形状，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区别”。意思是说，不同的金虎符牌存在着嵌有一颗、两颗或三颗明珠的区别，它们分别由统兵七千以上的“上万户府”、统兵五千以上的“中万户府”、统兵三千以上的“下万户府”等将领们佩戴)。
　　这时候的元朝正规军，虽然上战场时双手软绵绵的，但两脚跑得倒挺快，剩下的士卒群龙无首，那里胆敢以卵击石，终四散而去，一溜烟不见了影踪。
　　冲破了这股元兵的阻挡，明军终于到达了大都城下。
　　大都城共有十一个城门，历来由元军中的“怯薛”轮番守卫(“怯薛”作为元帝的宿卫之士，种类有很多。专门守大都城门的“怯薛”，蒙古语叫做“八刺哈赤”，意思是“守门者”)。不过，此时的“怯薛”军早已经跟随元顺帝出走了，留下来的仅剩下一些羸弱士兵而已，例如守卫顺承门的仅有‘数百羸卒’，以致守将朴赛因不花叹息着对身边的人说：‘国事到了这个地步，我唯一能做的只是与城门共存亡了’”。
　　明军选择大都齐化门作为突破口，在城外填平壕沟迅速登上城墙，非常顺利地入了城。城内局势一度混乱，例如，在太庙里守护神主的元太常礼仪院使陈祖仁在逃往健德门时，就被乱军所害。
　　在描述明军攻克大都之战的过程时，不要仅仅参考汉文史料，还要参考蒙文史料，才显得公正。不过，蒙文史籍却有一些奇怪的记载，例如《黄金史纲》称：“朱哥(指朱元璋)......以一万辆大车装了财货，以三千辆大车载了身穿铠甲的士兵来到(大都)。司阍者(即看门人)不纳，遂厚贿司阍者以大量财货宝物，才得进入(大都)。”另一本蒙文史籍《蒙古源流》亦有类似的奇谈怪论。流传在蒙古人之中的这类故事，不但与汉文史料记载明军攻下大都的史实相去甚远，而且因为过于荒诞，使之真实性也大打折扣，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曲折反映了明军在过去的战斗中善于用计取城的战斗作风(元末起义军的确有多次用计取城的例子，例如《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在郭子兴军中时曾献计智取和阳，他当时建议挑选士兵身穿青衣伪装成敌兵的样子，驱赶着“四匹乘载着物资的骆驼向前行”，并派人先行前往和阳欺骗守军，诈称元朝使者带着大量物品将要来到，准备打赏守城将士，同时，“以身穿红衣的万名起义军尾随在青衣兵的后面，两者相距十余里。等到青衣兵进入城中举火为应，红衣兵即猛攻过来，一举而夺城”)。
　　总之，明军夺取大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徐达仍意犹未尽，他命令薛显、傅友德、曹良臣、顾时等将领率兵出城直向古北口，负责搜索以及追击撤离大都的元军，以扩大战果。然而，元顺帝是向居庸关方向逃走的，而明军却向古北口方向出击，两条相反的路线使两支军队恰好错开。
　　明军不知道走错了路，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古北口，迫使守将张益逃跑，并在这个地区陆续与一些残留的元军发生遭遇战。八月八日，骁骑右卫千户陈谅在巡逻途中俘获元将李德明、刘答失贴木儿、谢文振、尹野闾等三十九人而还。八月十七日，右丞薛显等率骑兵巡逻时，获得马匹一千六百匹，牛羊八千余头，车二百五十辆。
　　明军一位名叫俞本的老战士多年以后在《明兴野记》这本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些追击的经过，他指出明军在攻克大都的次日就立即展开追击元顺帝的军事行动，出动了凤翔等五卫步军，人数达到三万，“初八日，来到兴路，收获不大......傅友德在路上遇到一批忠于元朝的回鹘人马，便把他们尽数拘留，并获得牛羊马匹十万”，其后“大军回到北平(指大都)，上报走错路的原因。徐达大怒，再令傅友德向东路的居庸关方向出击，但此时元君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等到明军改辕易辙，转而攻击居庸关时，元顺帝已经跑远了，因而追之不及。即使如此，这次军事行动还是把元朝君臣吓了一大跳，当时陪同元顺帝逃到上都的刘佶，后来在《北巡私记》中记载：“九月初六曰，主管军事的知枢密院事哈剌章惶恐不安地声称敌军追兵已出居庸关。这时有人劝皇帝北上到和林地区避难，皇帝迟疑不决。不久又传来追兵不来的消息，此事才暂告一段落。”
　　由此可见，心急如焚的明军虽然狂追不已，却始终没有追上元顺帝。不过据说追兵曾经和一些负责为元顺帝殿后的蒙古军人作战。《黄金史纲》记载了成吉思汗兄弟哈撤儿的后嫡图穆勒呼巴图尔，他在陪同元顺帝撤退时，“命令自己的儿子哈齐库鲁克临阵，领着六十名擎旗手赶来，说道：‘语云：与其毁声灭名，何如粉身碎骨!’因之，与汉家(指明军)追兵激战而死。”
　　图穆勒呼巴图尔又译“脱穆勒呼把秃儿”，清代学者罗布桑丹毕坚赞著的《黄金史》亦记载了这个人与自己的儿子一起战死，说他在“脱欢贴睦尔(即元顺帝)丢失江山之戊申年，五十一年，与汉家追兵激战而死。”
　　这两父子，真是元朝嫡系部队之中少见的男子汉。
　　徐达没有捉到临阵退缩的元顺帝，但毕竟拿下了大都，捉住了一大批城中留守的达官贵人，也算是达到了作战目的。
　　北伐大军入城之后，马上对敌对势力进行镇压。将士们首先是从大都齐化门入城的，这个突破口竟成了一个临时的刑场。元朝的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太尉中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右丞相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人已成为俘虏，徐达亲自坐在齐化门楼上，宣布将这些人处以死罪，立地正法;同时还将俘获的宣让、镇南、威顺等六名王子投入牢狱。在留守大都的达官贵人之中只有义王中书右丞相和尚及参知政事张守礼等少数幸运儿得以逃脱。
　　特别要提到的是，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与他的儿子(宣让王子)，在城陷一刻同时身陷囹圄，父子两人均恪尽职守，为国尽忠。贴木儿不花被杀之后，竟成了蒙古族的民族英雄，类似于为宋朝尽忠的汉族民族英雄文天祥。十六世纪的蒙文史籍《阿勒垣汗传》歌颂了他的丰功伟绩：
　　“外敌恃强进攻大都城时，
　　不花贴木儿丞相逼近与之搏战，
　　使可汗之身与玉玺得脱而出，
　　可汗虽失大统性命得全之情，如此这般。”
　　有学者认为这个“不花贴木儿”就是淮王贴木儿不花。数十年之后，相继在蒙古草原叱咤一时的瓦剌太师也先、鞑靼太师孛来等风云人物，均曾经自称“淮王”，以示仿效先贤之意。
　　另外，以数百老弱残兵守卫顺承门的元平章朴赛因不花亦成为了战俘，其后被明军压送到齐化门杀死。史载他在明军主将之前显示了骨硬头的本色，只是敦促对方快点将自己杀死。主将本来下令留他于营中，有意进行招降。可他却宁死不屈。
　　除此之外，死于齐化门的还有赵国公丁好礼。他被明军俘虏之后，拒绝参拜军中大将，并厉声呵叱道：“我以小吏而步步高升，官居极品，爵位上公，如今年纪已老，只恨无以报国，所欠的唯有一死而已。”过了数日，明将又要召见他，他仍然不肯前往，但胳膊扭不过大脚，被士兵强行胁持到齐化门，最终因严辞抗辨而死在那里，时年七十五岁。
　　与丁好礼同时在齐化门被杀的还有蒙古人郭庸。《元史》记载丁好礼死亡的同一天，中书参知政事郭庸亦也被押至齐化门，在众将士喝其下跪受刑之时，仍然口硬地叫道：“做臣子的各为其主，死亡是我的本份，绝不拜跪!”
　　明军亦在齐化门处决叛徒。《明兴野记》记载“平章俞宝欲叛逃，但被捉获，徐达把他枭杀于齐化门，刖足以示众。”
　　前文提到，明军在追击元顺帝的途中，俘虏了很多回鹘人。明军欲将送这批回鹘人送回金陵。途经通州时，有回鹘人企图叛乱，不料因“事泄”，而“被杀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给军士。”徐达还下令：凡是元朝大小官员，皆要自首，藏匿于民籍中的，发现严惩不贷。军人们陆续将自首的前朝文武官吏押送回应天。元翰林待制黄殷仕，耻于抛头露面，投井而死。其他自杀的人员还有左丞丁敬可、太子司经郎拜住、大乐署令赵宏毅、总管郭充中等。
　　明军为了巩固政权，对大都周围的“团结”与“山寨”进行肃清作战。所谓的“团结”、“山寨”类似于乡兵团练，这是蒙古贵族为了对付各地的起义军而在1357年(至正十七年)让各路、府、州、县的地方官组建的。一些“团结”、“山寨”甚至设立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等军衔，“编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应。”
　　这些“团结”与“山寨”有的投降、有的抵抗到底。其中，元朝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在主持军务的时候曾经亲自命令院事、刑部尚书张庸练兵屯寨于房山。明军攻克大都之后，很多山寨放弃了抵抗。但是张庸不为所动，仍效忠元朝，集中兵力扼守骆驼谷这个险要处所，并派遣随从到山西向王保保求援。可是，援兵迟迟不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骆驼谷守军独木难支，遭到明军的围剿而全军溃败。坚守阵地的张庸的结局是被反水的寨民李世杰捉拿而献给明军，终被处死。
　　明军对顽固不化的“团结”与“山寨”是不会手软的，于八月十五日又攻克“宣德府怀来县与鸡鸣山寨”，在攻打这些山寨之时，因当地土人拒不投降，强行架梯攀登的明军得手之后尽屠守寨之人。
　　明朝牢牢控制了大都，将其改名为“北平”，并让华云龙出任大都督府佥事，同时兼职北平行省参知政事，总领六卫将士留守。孙兴祖领大都督分府事，统领燕山六卫三万余人协守。
　　当时北平城共有十一门，连同周围的地区达一百二十里，范围太大，不易防守。明军予以改建，从北平城中间的光熙门起，将城市截断为两部分，集中力量防守其中的一部分，以巩固防线。
　　大都之战结束后，明人在评价徐达在大都的所作所为时，认为这位开国元勋的对前朝政治中枢的政策是“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宫殿门，派兵守护。而前朝的宫人、嫔妃，则令其宦官守护，同时禁止滥杀无辜以及用暴力侵犯百姓。因而人民安居乐业，‘市不易肆’。为此，时人夸奖道‘曹彬下江南亦不过如此’。”曹彬是北宋开国名将，《宋史》称他在率军渡江平定南唐金陵时“不妄杀一人”，而徐达攻克大都之后是否也“不妄杀一人”?则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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